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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双碳”目标下，如何既推动绿色发展又增加就业，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 2007-2021年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绿色发展水平与就业规模的时空演变趋势，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

门槛效应模型，深入探讨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和就业规

模均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空间结构；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

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就业规模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绿色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够进一步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因此，要健全绿色低碳转型政策体系，采取

动态化、差异化的绿色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缓解劳动力市场的错配问题，

有效发挥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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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双

碳”目标的实现贯穿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过程，不仅展现了我国主动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责任

的大国担当，也成为我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推手。为实现“双

碳”目标，各行各业需要在转变发展理念、调整经营模式、改变生产方式、创新技术工艺、淘汰落后

产能等方面进行选择、切换、适应和突围，势必对相关人员的就业产生影响[1]。一方面，高耗能高排

放的污染型行业人员面临失业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趋势引导或倒逼企业进行清洁生

产，进而创造出更多环境友好型及技术倾向型的绿色就业机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社会稳定的重

要保障。“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的实施要将其对就业的影响充分考虑在内，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能

否满足失业人员的需求？影响机制是什么？不同区域、产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最终能否实现既推动

绿色发展又增加就业？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深刻认识绿色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明晰“双碳”目标实现

的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结合绿色发展和增加就业两大目标，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以 2007-2021年全国 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

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探讨绿色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相较于现有研究，可能的边



际贡献如下：一是从“双碳”目标入手探讨各区域就业规模，有助于明晰“双碳”目标对就业的影

响，为该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实证借鉴；二是厘清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作用机制及区域、产业差

异，有助于在理论上拓展绿色低碳转型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认识。

一、文献综述

（（一一））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

工业革命以后，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但高增长、高耗能的工业发展模式也带来诸如

环境恶化、粮食和各类能源短缺等问题，掀起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研究热潮。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全面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9年，

David Pearce提出“绿色经济”概念，主张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2]177-198。此后，随着全球化的不

断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等国际性公约和决议相继出台，

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拓展至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等多个方面。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面临环境问题的制约，为此，党中央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

念，从科学发展观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延

伸。学者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存在不同观点，一是从问题视角出发，指出绿色发展不仅包括解决粮食和

资源供给间的矛盾，同样注意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危机[3]；二是从经济视角入手，认为中国

的绿色发展应强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辅相成、协调统一[4]；三是从绿色发展的实践途径来

看，指出要通过持续推动产业绿色化、效率网络化、增长包容化和福利均衡化等路径得以实现[5]。虽

然其侧重点和表述不尽相同，但总体均体现出与经济、社会和人口密切相关的绿色发展，是以效率、

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基于绿色发展内涵的多样化，学者也对绿色发展水平

的测量指标体系进行多样化的分析与建构[6-7]。

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较多分析了影响绿色发展的

因素，有关绿色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大多从理论入手，发现绿色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产业

结构优化、技术创新，最终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8]。在实证层面，大多学者基于绿色发展的目标，

将环境规制作为研究对象，以不同视角分析了其所带来的影响。从微观视角来看，部分学者认为环境

规制能够对企业生产率[9]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还有学者以人口为切入点，发现

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入[10]。从宏观视角来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11]和产业转型升级[12-13]产

生正负两种效应，虽然总体的影响方向具有异质性特征且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环境规制对碳排

放绩效的改善，以及对城市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达成共识[14]。

（（二二））就业规模的相关研究就业规模的相关研究

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要求下，学界主要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分析就业规模的驱动因素。从

个体层面来看，工资收入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最低工资的劳动力更有可能进入

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影响就业规模[15]。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在职培训[16]，能够显著提高劳动

者的人力资本，促进就业率的增加。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些研究聚焦于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尚未

得出一致结论。Okun基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有利于失业率下降[17]98-103。

Patnaik等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经济增速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同样会面临失业率上升的问题[18]。还有研

究基于消费、出口、投资等多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例如，周薪吉等指出

需求是增加就业的主要动力，外需扩大和内需推动都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能够显著推动中国就业

的增加[19]。赖德胜等指出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等周期性的外部冲击同样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20]。Wil-

liams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规模的影响[21]。随着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

命席卷全球，更多学者着手探究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均离不开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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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22]。

（（三三））绿色发展与就业规模的关系研究绿色发展与就业规模的关系研究

20世纪 70年代，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发达国家不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众多学者着手

研究有关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的关系，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新古典经济学指出环境规制会对就业规

模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3]。1990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预测《清洁空气法修

正案》至少会损失20万甚至在对剩余风险的极端假设下很容易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24]。Greenstone对

该法案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该法由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企业负担加

重，进而缩减规模，造成美国污染密集型企业大量裁员，即表现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成本效应”[25]。

与上述结论相反，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和运用增加

对新技术人员的需求[26]，新技术也可以带来企业竞争地位的提高从而扩大企业规模，同时环保控污等

新产业的兴起催生新的就业岗位，这两方面带来就业需求的增加，从而对就业产生促进作用，即环境

规制对就业的“创造效应”[13]。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分析对象的资源禀赋、时代特征等不同，短期内观

察到的影响较为片面，而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呈U型关系[27]，且这种关系存在较强的

异质性[28]。

2020年“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学者

在绿色发展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双碳”目标与碳排放权交易[29]、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及再生能源的关

系[30]。“双碳”目标下的就业研究相对较少，主要从理论层面入手，认为“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是

催生全新行业和商业模式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相关区域和产业产生影响[31]。煤炭、钢铁、石油等

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集中的行业向低碳化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带来劳动力结构转型压力。短期来看，

“双碳”目标对能源行业造成一定就业压力，但长期来看，“双碳”目标下可以催生新能源、新材料等

新的增长极，提高产出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低碳产业链的企业将迎来旺盛需求[32]。在实证研究层

面，大多学者从低碳入手，选用低碳化水平[33]、碳排放量[30]、煤电规划量[34]等指标分析对就业的影响。

还有学者以低碳试点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分析该政策对试点城市就业的影响[35]。

（（四四））文献述评文献述评

梳理以上文献可知，有关绿色发展和就业规模的研究较为丰富，为本文理论分析提供重要参考的

同时，也为绿色发展水平测量指标和控制变量的选取提供借鉴。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也较为丰

富，且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差异，结论也不尽相同。“双碳”目标对我国的绿色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各省的绿色发展对就业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否能够实现既推动绿色发展又增

加就业尚未可知。在有关“双碳”目标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多讨论了碳排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

字经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对于“双碳”目标与就业的研究较少，综合来看仍存在以

下不足：一是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以环境规制强度、绿色政策为研究对象，侧重对政策层

面就业效应的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双碳”目标的排头兵，分析其对就业的影响固然为“双

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借鉴，但由于该目标的实施面向全国，仅分析低碳试点城市尚未能全面看待“双

碳”目标下各省份绿色发展对就业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

及人民生活幸福至关重要。二是从作用机制来看，由前文分析可知绿色发展能够对产业升级产生影

响，而产业升级对就业的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亦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这说明产业升级可以作为绿色发

展对就业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产业结构这一作用机制的研究大多以绿色发展

的手段——绿色低碳政策或环境规制分析其影响就业的作用过程，缺乏整体性视角分析其在整个绿色

发展水平对我国总体就业影响中的作用路径。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双碳”目标，借鉴有关绿色发展

水平指标体系的相关成果，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绿色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绿色发

展影响就业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及产业结构在这过程中的作用，以期为“双碳”目标的顺利实施提

供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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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一））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直接影响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直接影响

绿色发展在破坏污染型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相关产业创造了绿色型就业机会，即绿色发展对就

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存在“破坏效应”，也存在“创造效应”。

从“破坏效应”来看，一方面，绿色发展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采用清洁生产

或末端治理来达到相应要求，为此进行绿色技术升级或引入更高效的机器设备，这会对劳动力产生

“替代”作用，减少一些传统生产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缩小就业规模[33]。严格的准入条件也会提高企

业生产成本，使得一些无法负担高昂转型成本的重污染企业逐步关停并转甚至退出市场，导致传统产

业的缩减，也会减少一部分就业岗位[1]。另一方面，技能差距是绿色发展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由于

劳动者就业技能短缺，原先在煤炭等传统产业就业的人员失业后短期内难以满足新兴产业的用工需

求，从而导致就业规模的减少[34]。

从“创造效应”来看，一方面，绿色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能够催生绿色产业

和绿色就业岗位，同时绿色发展下需要引进新的清洁生产设备，加速数字化转型，也会使企业吸纳一

部分技术管理人才加入，进而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36]。另一方面，绿色发展通过改善企业所在地整体

环境，可以使得更多的环境友好型劳动力转移当地就业，劳动力选择范围的扩大可能会使企业采取规

模扩张决策，同样可以实现就业增加[37]。

可见，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变动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其影响方向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叠加。

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发展轨迹，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

呈现出“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38]，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迫使发达国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在短期内可能会大面积关停并转部分高污染行业，进而损失更多的污染型就业岗位。中国选择了一条

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强调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注重经济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作

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对起步较晚，能够充分发挥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通过

对产能和基础设施的绿色化发展来满足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发展的需求，避免出现工业化、城市化的

“锁定效应”[39]，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扁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相对减少传统制造业

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能创造大量与绿色产业链相关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绿色化发

展，从而有助于加速旧质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型，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提出待检验假设1：

假设 1：“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发展产生的创造效应总体上会抵消破坏效应，对就业规模存在正

向促进作用。

（（二二））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间接影响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间接影响

“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各地区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其所具有的环

境约束效应将带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

就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来看，一方面，绿色发展能够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推动第二产业绿色化转

型。“双碳”目标影响下绿色发展对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生产技术标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影响最直接的是第二产业，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迫切需要向低碳化模式转型，通过引进清

洁型技术装备和技术创新等方式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原产业向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40]。同时受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技术进步能够扩散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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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进一步促进整体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绿色发展能够催生新的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聚焦

“双碳”目标的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动了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先进产业的发展，新理念、新技术和

新思维的涌现将衍生出大规模的新模式、新产业和新业态[8]，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集群发展。

同时，随着绿色消费信号的不断释放，也会增加消费者对绿色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推动绿色产业的发

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就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来看，第三产业相较于第二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更强，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

于拓宽社会就业岗位类型，为劳动者创造出新的、长期性的就业机会，以弥补结构性失业所损失的就

业机会。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消费市场的持续性扩大，通过作用于企业、消费者和劳动者倒逼厂

商进行技术革新，企业进一步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带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生产成本降

低，提升企业在市场的盈利能力和居民收入，有助于产品市场需求扩大，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市场需

求，扩大就业规模[37]。由此可见，绿色发展具有社会分工重塑功能，能够通过改变产业之间的结构来

影响就业。 基于此，提出待检验假设2：

假设2：绿色发展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就业规模。

（（三三））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非线性影响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非线性影响

根据上文分析，绿色发展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扩大就业规模，但是其对于不同产业结构

水平地区的影响效果不同，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由配第—克拉克定理可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呈现出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同时，已有研究

表明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22]，产业结构较低级的地区，相应的技术水平较低，通

常伴随高污染行为，企业为实现清洁生产相应需要更多的治理成本，能为绿色发展做出的贡献较少，

使得绿色发展对就业的影响较弱[32]。同时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弱化了其对就业的需求，所吸纳的就业

人员数量较少，同样会影响就业规模的扩大；随着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能够促进第二产业中高碳

企业的低碳技术升级和使用，进而实现生产的绿色转型。同时第三产业占比相对提升，带动新产业、

新模式和新业态发展，为绿色发展奠定较好的产业基础[8]，可以使得绿色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从而加

速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扩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待检验假设3：

假设3：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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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一））变量选取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地区就业规模（Scale），采用年末各地区从业人数来衡量；解释变量为各地区绿色

发展指数（Green）。绿色发展的本质是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一种兼顾

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且高效利用资源并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为准确测算我国各省份的绿色发

展指数，本文在深入剖析新时代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外有关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成

果[6-7]，同时着重考虑到“双碳”目标下绿色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碳排放量等能源消耗的减少和环境

治理，按照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获得性的指标选取原则，从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治

理和绿色生活四个维度（共16个二级指标）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对绿色发展指

标进行客观赋权，具体内容如表 1所示。其中，经济增长是绿色发展的核心与前提，是基础性指标，

其余指标均作为经济增长指标的延展，建立在经济增长指标的基础之上；资源利用主要表现在由生产

的高污染高能耗向绿色清洁生产转变；环境治理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

增加污染治理投入和提高治理水平等方面提升绿色治理水平；绿色生活是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绿

色发展最终落在社会层面的响应。
           

目标

绿色发展水平

一级指标

经济增长

资源利用

环境治理

绿色生活

权重

0.542 7

0.105 3

0.191 2

0.160 8

二级指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x2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x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4

万元GDP能耗x5

万元GDP电耗x6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x7

万元GDP水耗x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9

污水集中处理率x10

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x1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12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降低x13

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x14

城市燃气普及率x1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16

权重

0.105 6

0.187 7

0.125 9

0.123 3

0.011 5

0.009 5

0.015 0

0.005 0

0.064 0

0.020 3

0.118 6

0.023 4

0.028 7

0.079 9

0.022 0

0.058 7

单位

元/人

亿元

元

元

吨/万元

万千瓦时/万元

万元/吨

立方米/万元

%

%

%

%

%

辆/万人

%

平方米/人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表1    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2.中介变量。

选用产业结构（TS）为中介变量。“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促使部分重污染行业减少，或被新兴

的清洁技术型行业所替代，进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增加[28]。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

升级的一种重要特征，第三产业增加值可以较为明确地昭示产业结构是否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

展。基于此，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衡量。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加入其他可能影响地区就业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包括：1）城镇化水平（Urb），

采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城镇化的就业补偿效应和破坏效应。两种效应同

时存在，共同影响就业。2）外商投资总额（FDI），以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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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衡量。外商投资企业一般为资本或科技密集型企业，会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3） 人力资本

（Stud），采用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中国就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毕业生群体，这类劳动

者的素质较强，该指标越高则反映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越高。4）政府干预度（GI），选用地方财政

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

（（二二））理论模型理论模型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主要考察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采用中国省际层面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为检验绿色发展对就业的直接效应，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Scaleit =α0 +α1Greenit +α2 Xit +μ i +σ t + ε it                                                 (1)

其中，Scaleit代表地区 i在 t时期的就业规模，Xit为控制变量；α0为截距项，α1和α2为各变量估计系数；

μ i为省份固定效应，σ t为年份固定效应，ε it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在完成基准回归检验之后，为进一步探究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影响的作用机制，构建中介效应模

型检验产业结构在绿色发展影响就业规模的中介效应。为检验理论假设，借鉴江艇检验中介效应的方

法[41]，在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已被广泛认知的情况下，只需要着重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关

系，相应回归模型如式(2)所示：

 TSit=γ0+γ1Greenit+γ2 Xit+μ i+σ t+ε it                                                       (2)

其中，TSit代表产业结构。

3.面板门槛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和门槛条件，借鉴 Hansen[42]的门槛

回归技术，构建绿色发展影响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模型。若只存在一个门槛，则使用单门槛模型，

如式(3)：

Scaleit = α0 + β0Greenit·I (TSit ≤ q ) + β1Greenit·I (TSit > q ) + β2 Xit + μ i + σ t + ε it                (3)

其中，Greenit 为门槛依赖变量，也是核心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水平；TSit 是门槛变量产业结构；I(·)为指

示函数；q为门槛值；β0 为TSit≤q时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β1 为TSit>q时绿色发展水平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当β0≠β1时，说明存在门槛效应；否则不存在门槛效应。

若存在两个门槛，则将式(3)扩展为式(4)：

Scaleit=α0+β0Greenit·I ( ln TSit≤q1 )+β1Greenit·I (q1<ln TSit≤q2 )+β2Greenit·I ( ln TSit>q2 )+β3 Xit+μ i+σ t+ε it  (4)

其中，q1、q2 为两个门槛值，且将总样本划分为三个区间。β0、β1、β2 分别为依次三个区间绿色发展

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

（（三三））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由于受到相关统计数据可获得性与可比性的限制，本文选取 2007-2021年中国 30个省级行政区的

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电力统计年鉴》《中国投资领

域统计年鉴》及EPS数据库等，部分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补齐。为消除变量间量纲差异的影响，

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一一））时空演变趋势分析时空演变趋势分析

为可视化呈现我国绿色发展水平与就业规模的时间差异及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运用ArcGIS软件，

采用自然间断法分五个等级分别对2007年和2021年两年各区域绿色发展与就业规模进行空间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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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趋势。

经过15年的发展，我国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最低值由2007年的0.094上升至2021年

的 0.311，较 2007 年翻了三倍；最高值由 2007 年的 0.327 上升至 0.663，较 2007 年翻了两倍。由此可

见，我国从未停下追求绿色经济发展的步伐，且在此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在研究期内，我国绿色发

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和层级分布特征，且差距不断拉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

天津、山东、福建 8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西部地区在 2007年绿色发展水平总体

高于中部地区，到 2021年逐渐被中部地区反超。总体而言，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

于东南沿海地区，大致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逐渐递减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东南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较快，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清洁生产。

同时，相关地区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能够较好地控制环境污染，因而绿色发展优势明显。中

部地区虽在过去承载东部大量工业转移导致环境污染严重，但近几年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承接沿海

地区的产业转移也为该地区带来了绿色倾向型技术和经济发展空间，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

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未能投入充足的资金去治理环境，因此在绿色发展增速上相对落后

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2.就业规模时空演变趋势。

研究期内我国各省份就业规模的最低值由 298万人下降到 277万人；最高值由 6 081万人上升到

7 072万人，相较于2007年，2021年拉大了就业规模的省际差异。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宁夏、新疆等17个省份的就业规

模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且 9 个省份的增幅达 10% 以上；其余省份就业规模虽在下降，但降幅较小，

仅 4 个省份降幅超过 10%。各省份的等级变动较小，山东、河南、四川、广东和江苏五省就业规模始

终较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大部分就业规模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总体来看，我国就业规模呈现

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空间结构。这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因素。由

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西部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和沙漠戈壁，土地可垦殖率低，而且远离沿海，在经

济的全球组织中处于边缘腹地的地位。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以及密

度，所以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较低，人口规模较小，自然就业规模较小。二是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

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程度高，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较好的经济环境和便利的基础设

施促使大量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为其较大的就业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中部地区背靠东部发达地

区，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带动其邻近省份的发展，由于东部地区存在较

高的生存压力，迫使一部分劳动力转向其邻近省份生活就业，进而带动中部地区的就业规模增长。

（（二二））基准回归结果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前，为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

结果显示各变量的膨胀因子大部分在 2左右（均小于 5），平均膨胀因子为 2.69，小于 10，证明各变量

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列（1）仅考虑了绿色发展（lnGreen）和就业规模（lnScale）的线性关

系，此时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 0.122，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此时绿色发展对就

业规模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随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见列（2）至列（5），同时加入个体控制效应见

列（6），以及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见列（7）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和个体、时

间双固定效应后，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 1。从影响程度来

看，在加入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之后其回归系数为 0.134，大于绿色发展和就业规模线性关系的回

归系数，这说明在没有控制这些差异时，绿色发展与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会被城镇化等控制变量的

影响所掩盖。列（7）更好地剔除了相关因素的干扰，使得绿色发展与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

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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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城镇化水平（lnUrb）的系数值为负向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明城镇化水平对就业的破坏效应大于补偿效应。原因可能在于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设施

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虽能不断吸引就业人员流向城镇，但是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转型，受职业素质水平

限制，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错配问题；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地区劳动市场需求增长较慢，从而总体

上对就业规模产生了负向影响。外商投资总额（lnFDI）、人力资本水平（lnStud）和政府干预（lnGI）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三））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采取如下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当前学界

对于稳健性的检验多采用替换变量法，主要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等，因此本文将被解

释变量替换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以此重新测量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8）所示，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201，且在5%的水平

上显著。二是增加控制变量。本文增加技术创新和人口老龄化两个因素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从技

术进步来看，技术进步既出现“机器换人”替代部分劳动力的现象，又推动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

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43]，对就业规模产生影响。从人口老龄化来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提高，劳动

变量

lnGreen

lnUrb

lnFDI

lnStud

lnGI

_cons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Obs

R-squared

lnScale

（1）

0.122***

（0.013 4）

-
-
-
-

7.765***

（0.148）

NO

NO

450

0.163

（2）

0.332***

（0.031 5）

-0.538***

（0.073 5）

-
-
-

10.17***

（0.357）

NO

NO

450

0.255

（3）

0.336***

（0.031 9）

-0.531***

（0.074 9）

0.007 60
（0.007 06）

-
-

10.15***

（0.356）

NO

NO

450

0.257

（4）

0.337***

（0.033 4）

-0.552***

（0.092 4）

0.007 55
（0.007 09）

-0.007 86
（0.051 5）

-
10.16***

（0.359）

NO

NO

450

0.257

（5）

0.274***

（0.043 7）

-0.429***

（0.105 0）

0.005 72
（0.007 60）

-0.032 1
（0.055 0）

0.112***

（0.040 9）

9.467***

（0.457）

NO

NO

450

0.292

（6）

0.216***

（0.040 0）

-0.333***

（0.095 9）

0.000 44
（0.006 93）

-0.048 97
（0.050 4）

0.190***

（0.037 9）

8.851***

（0.412）

YES

NO

450

0.299

（7）

0.134**

（0.061 0）

-0.413***

（0.091 3）

0.000 33
（0.006 501

-0.005 49
（0.047 3）

0.005 56
（0.044 1）

9.356***

（0.379）

YES

YES

450

0.472

表2    绿色发展对地区就业规模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变量

lnGreen

_cons

ln（k）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Obs

R-squared

替换被解释变量
（8）

0.201**

（0.0823）

7.296***

（0.512）

YES

YES

YES

450

0.698

增加控制变量
（9）

0.167***

（0.0598）

9.560***

（0.374）

YES

YES

YES

450

0.504

更换解释变量赋权方法
（10）

0.161**

（0.0641）

9.425***

（0.379）

YES

YES

YES

450

0.474

缩尾1%
（11）

0.134**

（0.0645）

9.288***

（0.378）

YES

YES

YES

450

0.471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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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供给总量下降，影响就业规模[44]。基于此，选用专利授权数作为技术创

新的衡量指标，选用常住人口老年人抚养比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

如列（9）所示，2007-2021年间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三是调整核心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采用变异系数法代替熵权法来测量各区域的综合得分，回归结果

如列（10）所示，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仍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四是数据缩尾。为了剔除异常值和

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对所有变量进行 1%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列（11）所示，绿色发展水平对

就业规模的影响显著，且同基础回归的结果一致，同样可以说明前文的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四四））内生性检验内生性检验

在分析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时，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影

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基于此，本文借助工具变量研究内生性问题。根据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和排他性原则，即只与替代的解释变量相关，而其他解释变量与其不相关，选择两个工具变量进行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1）借鉴危平等的研究[45]，选取滞后一期的绿色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上年

度的绿色发展会影响本年度的绿色发展水平，但本年度的就业规模不会影响上年度的绿色发展水平。

2）借鉴王彦皓的研究[46]，选择同期全国绿色发展的平均水平（lnPGreen）作为工具变量。同期全国绿

色发展的平均水平与各省份绿色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但并不会直接影响各省份的就业规模。从检验结

果可知，弱工具变量检验Wald F统计量远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拒绝了原假设，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表 4列（12）和列（14）汇报了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在加入两个工具变量后，绿色发展

水平对就业规模仍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且回归系数均高于基准回归的系数，说明排除内生性问题后

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和明显，进一步支撑了假设1。
          

变量

lnGreen

工具变量

_cons

ln（k）

Obs

Kleibergen-Paap rk LM 

R-squared

IV：lnGreen(-1)

lnGreen
（12）

0.597***

（0.035）

-0.930***

（0.285）

YES

450

287.027***

0.457

lnScale
（13）

0.205***

（0.090）

9.133***

（0.468）

YES

450

IV：lnPGreen

lnGreen
（14）

0.810***

（0.038）

-2.154***

（0.439）

YES

450

447.918***

0.660

lnScale
（15）

0.277***

（0.049）

9.082***

（0.537）

YES

45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五五））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

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红利、资源禀赋等不同，

我国经济形成鲜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由此也会造成省际绿色发展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将30个样本

省份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份为东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安徽和江

西等 8个省份为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

古等11个省份为西部地区。以此进一步检验不同区域内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对于产业异质性

的分析，将 30个省份划分为工业为主地区和第三产业为主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大于 45%）

两大类。其中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黑龙江、江苏、贵州、甘肃、重

庆、广东和海南等 11个省份；以工业为主的地区包括山西、吉林、内蒙古、辽宁、四川、河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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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西、青海、湖北、新疆、安徽、云南、广西、湖南、福建、陕西、山东、宁夏等19个省（区）。

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其中列（16）至列（18）为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列（19）和

列（20）为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影响的产业异质性分析。
      

变量

lnGreen

_cons

ln（k）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Obs

R-squared

区域异质性

东部地区
（16）

0.477***

（0.123 1）

11.15***

（0.546）

YES

YES

YES

165

0.682

中部地区
（17）

0.169*

（0.100 0）

9.800***

（0.686）

YES

YES

YES

120

0.808

西部地区
（18）

0.185**

（0.091 6）

9.425***

（0.908）

YES

YES

YES

165

0.494

产业异质性

以工业为主
（19）

0.054
（0.082 7）

7.763***

（0.567）

YES

YES

YES

285

0.472

以第三产业为主
（20）

0.245**

（0.111 1）

10.233***

（0.734）

YES

YES

YES

165

0.589

表5    绿色发展与地区就业规模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

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最大，其回归系数为 0.477，且通过了 1%的显

著性检验；其次是西部地区，其回归系数为 0.185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对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最小，且其回归系数仅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处于经济

结构转型、绿色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加速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催生较多绿色就业新岗位和创业机遇。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于

东部地区，且近年来重工业等第二产业逐渐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其产业结构转型较为缓慢，同

时缺乏较高的技术支持，可能存在市场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错配问题，故而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小于东

部地区。

从产业异质性来看，对于以工业为主的地区，回归系数为 0.054，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对

于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回归系数为 0.245，在 5%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绿色发展

水平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就业规模存在差异，即绿色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就业规

模的扩张，但是对以工业为主的地区就业规模未产生实质影响。原因可能是“双碳”目标的推动下，

以工业为主的地区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较多，也面临更大的减排成本，进行绿色发展需要承受更大

的压力。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更有条件进行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绿色发

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催生新的绿色就业岗位和创新机会，以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

五、进一步分析

（（一一））作用机制检验作用机制检验

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机会呈现减少的趋势，再加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开展，整

个社会生产体系正在进行现代化、数字化变革，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稳就业，激励企业稳岗拓岗，以促进就业规模扩大，助力经济社会平稳运

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能够带动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崛起，提高我国第三产业的

比重，增强吸纳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伴随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降低产品价格，依据供求理论，价格下降会引起需求增加，促使企业扩大规模，对劳动力的需

90



赖德胜等：“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的就业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的实证分析

求增加。现有研究也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会影响就业规模，

例如王芳、王军等学者均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扩大

就业规模[47-48]。参考江艇的机制检验方法，在前文揭示了

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下，若绿色发展有助于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从侧面证实产业结构是绿色发展扩

大就业规模的重要影响机制。为此，本文选用中介效应

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绿色发展水平影响我国就业规模的

作用机制。表 6 列（22）分析了绿色发展水平 （lnGreen）

对产业结构 （lnTS） 的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

为 0.223，并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绿色发展

水平确实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就业规模扩

大，即产业结构是绿色发展扩大就业规模的重要作用机

制，支持了假设 2。

（（二二））非线性效应检验非线性效应检验

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通过自助法检验是否存在

门槛效应。为确定门槛个数，依次在单一门槛、双重门

槛和三重门槛假设下进行门槛有效性自抽样检验，结果

显示产业结构升级显著通过了单一门槛 （门槛值为

9.868 3），未通过双重门槛和三种门槛，因此选用单一门

槛。表 7 为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当门槛变量 TS≤9.868 3

时，核心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

为0.26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当TS>9.868 3

时，绿色发展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 0.354，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支持了假设 3。即绿色发

展水平的提高必然不断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

升级依赖相应基础配套的投入，在产业绿色清洁转型的

推动下创造出更多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因此当

产业结构跨越门槛后，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扩大效应

也开始增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绿色发展影响就业规模的中介变量和门槛

变量，均有效发挥了促进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

六、结论与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时期，我们既要确保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朝着“双碳”目标稳步前行，又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就业是最

基本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来说，只

要实现了高质量充分就业，就能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其他

民生福祉也能得到较好保障。本文从理论层面入手，分析了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直接影响，及通过

产业结构对就业规模产生的间接影响和非线性影响。在实证分析基础上，以 2007-2021年 30个省份

（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ArcGIS软件，探讨我国绿色发展和

就业规模的时空演变趋势，随后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从多个层面实证

分析了绿色发展对地区就业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解释变量与
控制变量 

lnGreen

_cons

ln（k）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Obs

R-squared

lnScale
（21）

0.134**

（0.061 0）

9.356***

（0.379）

YES

YES

YES

450

0.472

lnTS
（22）

0.223**

（0.093 0）

5.474***

（0.579）

YES

YES

YES

450

0.973

表6    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
   就业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
平上显著。

变量

TS·I （TS≤9.868 3）

TS·I （TS>9.868 3）

lnUrb

lnFDI

lnStud

lnGI

_cons

估计系数

0.264***

（0.067 7）

0.354***

（0.071 9）

-0.292
（0.215）

0.002 86
（0.015 5）

-0.096 9
（0.098 4）

0.172**

（0.072 6）

9.037***

（0.780）

表7    门槛回归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
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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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结论结论

第一，研究期内，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和就业规模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和层级分布特征，总体

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空间结构。

第二，区域的绿色发展对就业具有“扩充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这说明“双碳”

目标下实现既推动绿色发展又增加就业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第三，区域的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

部地区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最小。从产业

异质性来看，绿色发展能显著促进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就业规模的扩张，但是对以工业为主的地区

就业规模未产生实质影响。

第四，区域的绿色发展除了对就业规模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外，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规模

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绿色发展和就业规模的非线性效应主要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即在绿色发

展水平越过 9.868 3的产业结构门槛后，对就业规模的扩大作用力度显著增大，更有利于扩大就业规

模。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绿色发展影响就业规模的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均有效发挥了促进

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

（（二二））建议建议

第一，健全绿色低碳转型政策体系，发挥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从环保政策来看，要纵深推进知

识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全面强化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和行动，同时注意完善各项环境法律法规，

严格各地区和行业环境量化的排放标准，促进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同时通过适时、适当运用法律、

经济、技术、市场和金融等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加强不同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性设计，将

绿色发展与充分就业构成一个完整系统进行研究，增强政策的整体性和可行性，进而逐步建立起完

整、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从经济政策来看，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

相关市场化机制，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可以通过必要的物质

激励例如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引导企业绿色化改造，培育发展绿色产业，为绿色转型提供

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二，根据不同区域实际特征采取动态化、差异化的绿色发展战略，避免只注重绿色发展而忽视

就业或为稳就业而牺牲绿水青山的现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

治理能力和产业结构之间不同，绿色发展推动就业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发展对就业规

模的促进效应更强，应当继续建设高水平绿色发展环境，促进新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绿色产业的兴起，

进一步降低传统产业环境污染的同时扩大就业规模，实现绿色发展提升就业效应；中西部绿色发展对

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较弱，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绿色发展的财政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绿

色技术，提高绿色发展水平，从而增强区域发展的联动性和整体性，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第三，重点把握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发展促进就业规模扩大中的作用。第三产业不仅可以吸纳更

多的劳动力，而且环境污染程度更低。各省份应该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致力于产业结构高级

化，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来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打破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即

向第三产业为主，第二、第一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型，使产业结构升级跨越门槛，以产业发展

加速增强就业效应，以弥补因绿色发展使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萎缩而损失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快实现

“双碳”目标下既推动绿色发展又增加就业。

第四，积极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当前我国致力于实现“双碳”目标，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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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环境规制不断加强，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企业担负起加速粗放型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

担，以新能源为重点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清洁能源技术、节能减排等多项举措迫切需要扩大高技能劳

动者范围，增强劳动者的“绿色技能”，解决在产业结构升级下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问

题。因此，需要制定绿色人才战略，根据劳动者的能力类型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提

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技能，在高污染高碳行业升级、改造、转型、淘汰的过程中，针对失业人员

进行分流、转岗、培训和再就业，加快培养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技能劳动者，以期加快失业人员

在新就业岗位中适应程度，减少低技能劳动者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错配问题，从而促进就业规模的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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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how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worth studying.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7 to 2021,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trend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and employment scale 

to deep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green development on employment scale and its mechanism by using panel 

two-way fixed effects, mediating effects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reen devel-

opment level and employment scale in China present a spatial structure extending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green developmen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mployment 

scale heterogeneously, with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regions dominated by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green development can further expand employment scale throug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refore, to effectively leverage the role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xpanding em-

ployment scal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policy system,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dynamic and differentiated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alleviating the misallocation of labor market via labor skil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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